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及其效应分析

——基于岭回归方法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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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现状是多种影响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运用多元统计中的岭回归估计法对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影响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影响程度较大的主导因索是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和城市化水平，影响较小的主导因索有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度、人力资本水平，非主导因素是信息化水平，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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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Chinese service industry is the long term results of comprehensive factors. The paper uses the ridge regression estimation method to analyz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ts effects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dur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30 years(1978-2008).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ading factors to influence the degree of technology efficiency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is government behavior on the economic and city level, other leading factor is market degree, degree of openness, 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the non-dominant factor is the level of information, on this basis, puts forward the improvement proposal of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service industry.
Key words: service industry; technical efficiency; influencing factor; effect; ridge regression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得到了快速增长，服务业的技术效率也不断变化。当前服务业技术效率的现状以及区域间技术效率差异的形成是多种影响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有的因素起到主导作用，有的因素则是非主导作用。然而，当前有关服务业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都没有探讨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哪些是主导因素，哪些是非主导因素，这不利于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因此，本文运用岭回归估计法对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型期影响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各类影响因素及其效应进行分析，探讨其中的主导或非主导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为提升中国服务业的技术效率提出对策。

1  文献综述
当前对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综合分析影响中国及各地区服务业技术效率增长有哪些影响因素，另一类是专门研究某个特定因素对中国及各地区服务业技术效率增长有哪些影响效应。
1.1  影响服务业技术效率增长的因素
顾乃华和李江帆（2006）[1]的研究表明，影响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市场化程度（区位因素）、劳动力素质（就业人员的教育水平）、起点因素、资本密集度。之后，顾乃华（2008）[2]的研究再次认为服务业技术效率主要受起点因素、就业人员教育水平的变化、市场化推进幅度以及资本密集度变化的影响。任英华和王耀中（2008）[3]认为，在服务业发展初期，工资、劳动者素质、信息技术对服务业技术效率均有正向作用，而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随着时间的发展，劳动者素质、信息技术对服务业技术效率没有显著作用，而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显著。杨青青等人（2009）[4]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信息化水平、市场化水平对中国服务业的技术效率有重要作用，社会资本所包括的互助和社团对服务业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信任和交互对服务业的技术效率则没有显著的影响。徐盈之和赵玥（2009a）[5]的研究表明，区位因素、人力资本、市场开放度和政府行为等是影响中国信息服务业技术效率的主要因素。之后，徐盈之和赵玥（2009b）[6]又补充了信息化水平、R&D投入和城市化水平作为影响中国信息服务业发展区域差异的因素。谷彬（2009）[7]的研究表明，技术效率提高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核心因素；市场化程度、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工业化水平是影响服务业技术效率的重要因素，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对服务业技术效率有促进作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服务业效率有负面影响，工业化对服务业效率的影响强度较弱。郑云（2010a）[8]认为对外开放、人力资本和市场化进程对服务业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而政府影响力却对服务业技术效率有负向影响。

1.2  特定因素对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效应
当前有关服务业技术效率研究中最主要的几种影响因素包括：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度，市场化程度，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城市化水平，信息化水平。有关研究如下：

（1）人力资本水平。张自然（2009）[9]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的引入对服务业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程大中（2010）[10]的研究发现，增进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效率对货物部门、服务部门乃至总体经济的增长产生永久正面影响。杨玲（2010）[11]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是促进生产者服务业最有效的贡献因子。

（2）市场化程度。李勇坚（2007）[12]的研究指出，市场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不仅能够促进服务业整体规模的扩张，还能提高其生产效率。其原因正如方军雄（2006）所认为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会改善中国资本配置的效率[13]。

（3）城市化水平。高敏（2009）[14]认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促进服务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15]；郭文杰（2009）[16]认为，城市化导致非农人口比重提高，为服务业创造了巨大的需求和劳动力供给。同时，曾国平等人（2009）[17]发现，长期内东部地区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互为因果关系；中部地区服务业发展是城市化进程的原因；西部地区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显著。

（4）政府影响程度。汪德华（2007）[18]的研究发现，政府规模与服务业比重显著负相关，政府支出规模和政府投资规模对服务业比重都有负向的影响。

（5）信息化水平。雷小清（2006）[19]的研究表明，信息化为服务业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支撑和服务手段，提高了服务业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优化了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了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信息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一定的互动性，呈双向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都没有探讨在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中，哪些是影响程度占主导作用的主导因素，哪些是非主导因素。

2  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及效应
2.1  研究模型与数据说明
2.1.1  研究模型

基于前面的文献评述并结合中国的现实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以下因素作为研究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外生影响因素，分别是：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度、市场化程度、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城市化水平、信息化水平。本文研究对象是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与多个影响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其理论模型如下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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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1）式中，被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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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服务业技术效率，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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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各种影响因素，
[image: image4.wmf]0

b

、
[image: image5.wmf](1,2,6)

i

i

b

=

K

是待估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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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随机扰动项。为了使模型（1）式更为直观和便于理解，将有关变量用英文名称缩写替代，模型（1）式改写为以下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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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模型（2）式中由于各变量的数据来源及数据存续期间不同，为了尽可能地反映改革开放30年来各种影响因素对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本节将研究期间确定为1978—2008年，竭力寻找和选择存续期间能覆盖1978—2008年的数据来源，并使各变量的数据都具有相同30年的时间跨度。因为现有统计资料中海南和西藏的历史数据缺失年份较多，为了研究方便，本文如多数相关文献一样在分省数据中不包括这两个省区。同时，由于历史数据无法拆分的缘故，本文对四川、重庆的数据进行合并，将数据合并后的四川、重庆合称为“川渝”以示区别。此外，由于数据可获得性不同，比如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程度等指标的连续30年的测度本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不得不借鉴相关的专门研究成果。各变量的数据来源及处理说明如下。
（1）服务业技术效率（
[image: image8.wmf]TE

）。服务业技术效率可看作是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2项投入和服务业产出1项产出的决策单元。本文采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对此项变量进行测度，取得了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数据。其中，服务业的产出、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3项基本数据来源和处理概况如下：
服务业的产出。本文采用各省区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相应的服务业产出。《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提供了全国各省区1978—2008年第三产业GDP及GDP指数的历史数据。为了保持产出数据的可比性，本文利用各省区历年第三产业GDP指数（1978年=100）折算出各省区历年的以1978年不变价计算的GDP。

服务业的劳动力投入。从数据的可获得性考虑，本文只考虑劳动力数量的投入，即采用各省区服务业就业人员数量代表服务业劳动力投入。《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提供了全国各省区1978—2008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数量。本文将四川、重庆的数据先单独核算然后进行合并，数据合并后的四川、重庆合称为“川渝”以示区别。

服务业的资本投入。本文采用各省区服务业的资本存量代表服务业资本投入。由于中国现有统计资料中只有历年资本形成总额的数据，没有资本存量的数据，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对中国各省区服务业的资本存量进行测度，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6—2002）》、《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
（2）人力资本水平（
[image: image9.wmf]Hum

）。采用教育存量法，以人力资本的受教育年限代表人力资本水平，直接采用宋家乐和李秀敏（2011）[20]对1978—2008年中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测算结果。其中，人力资本的受教育程度分为5个层次，分别为小学以下、小学、初中、高中及大学教育程度，各教育层次对应的受教育年限依次为2年、6年、9年、12年和16年。

（3）对外开放度（
[image: image10.wmf]Ope

）。以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进出口贸易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4）市场化程度（
[image: image11.wmf]Mar

）。市场化程度的连续测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曾学文等人（2010）[21]对中国市场化程度进行了连续测度，形成一个改革开放30年来市场化指数的时间序列。本文直接采用曾学文等人测算的1978—2008年中国市场化指数作为衡量市场化程度的数据。
（5）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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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各地政府财政支出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代表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程度，财政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6）城市化水平（
[image: image13.wmf]Urb

）。以城镇化率即城镇人口占当年年底总人口的比重来表征，城镇人口和年底总人口的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7）信息化水平（
[image: image14.wmf]Inf

）。本文以电话普及率即每百人拥有的电话数量作为衡量信息化水平的指标，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对以上各影响因素的数据进行计算和整理，得到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1978—2008年的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服务业技术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取值（1978—2008年）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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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百人）

	1978
	5.14
	0.0974
	0.1508
	0.3078
	0.1792
	0.38

	1979
	5.31
	0.1119
	0.1425
	0.3155
	0.1896
	0.41

	1980
	5.43
	0.1254
	0.1425
	0.2703
	0.1939
	0.43

	1981
	5.53
	0.1503
	0.1663
	0.2327
	0.2016
	0.44

	1982
	5.59
	0.1449
	0.1892
	0.2311
	0.2113
	0.46

	1983
	5.63
	0.1442
	0.1579
	0.2364
	0.2162
	0.49

	1984
	5.68
	0.1666
	0.1663
	0.2360
	0.2301
	0.53

	1985
	5.73
	0.2292
	0.1838
	0.2223
	0.2371
	0.60

	1986
	5.77
	0.2511
	0.1838
	0.2146
	0.2452
	0.67

	1987
	5.82
	0.2558
	0.1983
	0.1876
	0.2532
	0.75

	1988
	5.88
	0.2541
	0.1963
	0.1656
	0.2581
	0.86

	1989
	5.94
	0.2446
	0.1983
	0.1662
	0.2621
	0.98

	1990
	6.00
	0.2978
	0.2025
	0.1652
	0.2641
	1.11

	1991
	6.05
	0.3317
	0.2110
	0.1555
	0.2694
	1.29

	1992
	6.11
	0.3387
	0.2604
	0.1390
	0.2746
	1.61

	1993
	6.17
	0.3190
	0.3411
	0.1314
	0.2799
	2.20

	1994
	6.24
	0.4229
	0.3772
	0.1202
	0.2851
	3.20

	1995
	6.30
	0.3866
	0.4060
	0.1122
	0.2904
	4.66

	1996
	6.35
	0.3391
	0.4143
	0.1115
	0.3048
	6.33

	1997
	6.42
	0.3415
	0.4993
	0.1169
	0.3191
	8.11

	1998
	6.48
	0.3181
	0.5549
	0.1279
	0.3335
	9.95

	1999
	6.55
	0.3334
	0.5529
	0.1471
	0.3478
	13.12

	2000
	6.61
	0.3958
	0.6064
	0.1601
	0.3622
	19.10

	2001
	6.67
	0.3847
	0.6426
	0.1724
	0.3766
	26.55

	2002
	6.74
	0.4270
	0.6476
	0.1833
	0.3909
	33.67

	2003
	6.82
	0.5189
	0.6707
	0.1815
	0.4053
	42.16

	2004
	6.90
	0.5976
	0.7053
	0.1782
	0.4176
	50.03

	2005
	6.99
	0.6382
	0.7603
	0.1852
	0.4299
	57.22

	2006
	7.09
	0.6652
	0.7519
	0.1907
	0.4434
	63.40

	2007
	7.18
	0.6480
	0.7619
	0.1935
	0.4589
	69.45

	2008
	7.28
	0.5984
	0.7640
	0.2082
	0.4699
	74.29


2.2  实证分析
2.2.1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对于模型（2）式，首先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由回归结果可知，回归方程的相关系数R=0.999，各因变量的膨胀系数VIF（见表2）均大于10，尤其是其中的人力资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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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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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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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膨胀系数更是大得离奇，由此可以判断回归方程中存在比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2  服务业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线性回归结果的膨胀系数V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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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F
	293.2989
	22.2966
	21.2608
	24.7469
	217.3804
	58.9198


如果不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得到的结果往往是不科学甚至是错误的。如果找一个有偏估计量，虽然这个估计量有微小的偏差，但它的精度却可能高于无偏估计量。岭回归就是依据这个原理而在正规方程中引入有偏常数而求得回归估计量的。因此，本文选用岭回归方法来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

2.2.2  岭回归分析

岭回归（Ridge Regression）是一种用于多重共线性数据分析的有偏估计回归方法。相对于普通最小二乘法的正规方程，岭回归方程多了一个对角元素即岭回归系数。虽然岭回归在估计时放弃了普通最小二乘法的无偏性，损失了部分信息和精度，所得到的回归系数为有偏估计量，但这种允许微小偏差的方法能提高回归系数估计的稳定性，可以寻求效果稍差但更符合实际、更可靠的回归方程。通常岭回归方程的R平方值会稍低于普通最小二乘法，但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明显高于普通最小二乘法，对病态数据的耐受性也远远强于最小二乘法。可以说，岭回归实质上是一种改良的最小二乘法，它不仅可以消除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解决多变量的回归建模问题，而且可以更大限度地保留各种变量自身的信息，使模型更加可靠、回归系数更接近实际情况，同时也可以解决回归系数符号反常问题。因此，本文在多元线性回归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时，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采用岭回归方法解决出现的问题。

对模型（2）式进行岭回归，回归结果见图1和表3。由图1可以看到标准回归系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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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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³

0.2时，6条岭迹曲线均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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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服务业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岭迹图

表3同时给出了岭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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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不同值时的各变量的岭回归标准系数。可以看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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³

0.2时，6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比较稳定。

表3  服务业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岭回归结果的标准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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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3714
	0.1267
	0.1070
	-0.0621
	0.6679
	-0.3450

	0.10
	0.2448
	0.1181
	0.2198
	-0.2210
	0.2432
	0.0481

	0.20
	0.2250
	0.1383
	0.2067
	-0.2162
	0.2153
	0.0744

	0.30
	0.2143
	0.1468
	0.1972
	-0.2073
	0.2026
	0.0858

	0.40
	0.2065
	0.1507
	0.1900
	-0.1982
	0.1944
	0.0922

	0.50
	0.2002
	0.1522
	0.1842
	-0.1898
	0.1882
	0.0962

	0.60
	0.1948
	0.1525
	0.1792
	-0.1820
	0.1830
	0.0989

	0.70
	0.1900
	0.1520
	0.1749
	-0.1749
	0.1786
	0.1006

	0.80
	0.1856
	0.1510
	0.1710
	-0.1684
	0.1746
	0.1017

	0.90
	0.1815
	0.1497
	0.1674
	-0.1624
	0.1710
	0.1024

	1.00
	0.1778
	0.1483
	0.1640
	-0.1569
	0.1676
	0.1027


因此，本文取
[image: image42.wmf]k

=

0.2时的岭回归估计结果建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岭回归方程。若将标准化系数转化为原系数，变量转化为原变量，则岭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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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时的岭回归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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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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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时，岭回归方程（3）式的
[image: image46.wmf]2

R

=0.990，这说明岭回归方程具有较高的拟合优度，所选择的6个自变量能解释岭回归方程99%的信息量。

从岭回归方程（3）式可以看到，6个自变量中只有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程度（
[image: image47.wmf]Gov

，-0.3949）与因变量服务业技术效率（
[image: image48.wmf]TE

）是负相关关系，其余5个自变量与服务业技术效率均为正相关关系。从回归系数的符号可知，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程度（
[image: image49.wmf]Gov

）对服务业技术效率起着阻碍作用，其它影响因素则随着水平的提高对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提高有促进作用。由回归系数的大小可知，对服务业技术效率影响程度最大的是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
[image: image50.wmf]Gov

，-0.3949），其次是城市化水平（
[image: image51.wmf]Urb

，0.2422），再次是市场化程度（
[image: image52.wmf]Mar

，0.0859）、对外开放度（
[image: image53.wmf]Ope

，0.0807）、人力资本水平（
[image: image54.wmf]Hum

，0.0375），影响最小的是信息化水平（
[image: image55.wmf]Inf

，0.0003）。

3  研究结论与探讨
根据岭回归结果，各影响因素对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具体影响效应分析如下。

3.1  影响因素对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效应
（1）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程度（
[image: image56.wmf]Gov

）。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在所有影响因索中对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是最大的，而且是负向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其它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程度每降低1%，则服务业技术效率提高0.3949%。由表1可以看到，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6年，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在不断降低，于1996年达到最低值；第二阶段是1997—2008年，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从1997年开始至今不断增加。但总体来说，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在降低，因此使得服务业技术效率得以不断提高。

（2）城市化水平（
[image: image57.wmf]Urb

）。在所有正向的影响因素中，城市化水平对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是最大的。由表1可以看到，改革开放30年来最突出的社会现象就是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急剧提高，而这也促进了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回归结果显示，在其它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则服务业技术效率提高0.2422%。这印证了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之间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促进服务业发展及技术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其原因在于：首先，城市化为服务业提供了生产要素集聚的结果，所有要素集聚在城市这个有限区域内，极大地提高了要素的使用效率。其次，各种要素的集聚也有利于服务业的协同创新，新型的服务产品不断涌现使服务业不断推陈出新，淘汰旧的服务类型，也在不断提升服务业的效率。再次，城市化导致城镇人口数量不断扩大，为服务业创造了巨大的需求和劳动力供给，直接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互为因果关系，即服务业发展是城市化进程的结果，而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推进服务业发展。

（3）市场化程度（
[image: image58.wmf]Mar

）。市场化程度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作用的程度，用来描述转型国家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体制转变的进程。改革开放30年来最突出的经济成果就是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这也促进了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回归结果显示，在其它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市场化程度每提高1%，服务业技术效率则提高0.0859%。这表明，随着市场体制不断完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这不仅促进服务业整体规模的发展，还能提高其效率，因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会更好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进而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

（4）对外开放度（
[image: image59.wmf]Ope

）。作为改革开放的最直接成果，中国的对外开放度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深而不断提高。由表1可知，2008年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是1978年的6倍。回归结果显示，在其它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对外开放度每提高1%，则服务业技术效率提高0.0807%。
（5）人力资本水平（
[image: image60.wmf]Hum

）。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验、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这种知识与技能可以为其所有者带来工资等收益，因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资本。人力资本水平是指衡量人力资本的度量，本文采用教育存量法，以人力资源的受教育年限来代表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可以增进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对服务业乃至总体经济的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同时对服务业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是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最有效因素。回归结果显示，在其它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水平每提高1%，则服务业技术效率提高0.0375%。
（6）信息化水平（
[image: image61.wmf]Inf

）。信息化是指培育、发展以智能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并使之造福于社会的历史过程。而信息化水平是衡量在国家统一规划和组织下，在经济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当前，服务业已成为信息化的最主要应用领域，信息化为服务业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支撑、平台和服务手段，提高了服务业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优化了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配置效率，也提高了服务业的技术效率。由表1可知，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信息化水平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历程，这为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准提供了基础平台。回归结果显示，在其它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信息化水平每提高1%，则服务业技术效率提高0.0003%。

3.2  对策探讨
由上可见，对服务业技术效率影响较大的主导因索有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程度（
[image: image62.wmf]Gov

）和城市化水平（
[image: image63.wmf]Urb

），影响较小的主导因索有市场化程度（
[image: image64.wmf]Mar

）、对外开放度（
[image: image65.wmf]Ope

）、人力资本水平（
[image: image66.wmf]Hum

），非主导因素有信息化水平（
[image: image67.wmf]Inf

）。在统筹考虑影响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因素时，应首先抓主导因素，总体原则是继续提升正向影响因索水平，削弱负向影响因索的水平，主要的对策建议如下。

（1）政府应当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降低政府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提高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发挥市场在经济调节中的基础性作用。

（2）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科学、合理地推进城市化进程，通过城市化带动服务业发展，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到以提高效率为主导方向的轨道上来。此外，还要重点关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大量新城镇人口问题，尤其是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当前服务业已经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技术和创意密集型产业转变，相应地，服务业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水平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进一步增加对网络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服务业发展的环境和平台，增加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并大力发展以网络信息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自身的产业结构和效率。

4  结语
本文运用岭回归方法从整体视角对改革开放30年来影响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除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为负向影响效应外，其他的如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度、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和信息化水平等5种外生影响因素为正向影响效应。同时，还发现政府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和城市化水平是所有影响因素中影响程度大的两个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顾乃华，李江帆．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6，（1）：46-56．

[2]顾乃华．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效率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DEA方法的实证研究[J]．财贸研究，2008，（4）：60-67．
[3]任英华，王耀中．国际服务业生产率的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8，（9）：59-64．

[4]杨青青，苏秦，尹琳琳．我国服务业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12）：46-57．

[5]徐盈之，赵玥．中国信息服务业技术效率和生产率变动的研究——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分析[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47-53．

[6]徐盈之，赵玥．中国信息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区域差异与趋同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10）：49-60．

[7]谷彬．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测算与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来自历史数据修订的史实证据[J]．统计研究，2009，（8）：63-70．
[8]郑云．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收敛性分析[J]．社会科学家，2010，（8）：57-60．
[9]张自然．考虑人力资本的中国生产性服务业TFP分解[J]．经济前沿，2009，（8）：12-18．

[10]程大中．中国服务业与经济增长：一般均衡模型及其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10，（10）：25-42．

[11]杨玲．人力资本的提升对发展生产者服务业贡献因子的深度探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0，（2）：104-106．

[12]李勇坚．体制变革背景下的服务业增长：一个定量分析框架[J]．经济与管理，2007，（3）：5-10．

[13]方军雄．市场化进程与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J]．经济研究，2006，（5）：50-61．

[14]高敏．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内在联系的多视角解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9，（12）：169-173．

[15]孔善右，唐德才，程俊杰．江苏省服务业发展、城市化与要素集聚的实证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2008，（9）：167-170．

[16]郭文杰．改革开放以来FDI、城市化对服务业的影响研究[J]．财贸经济，2009，（5）：91-95．

[17]曾国平，刘佳，曹跃群．中国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关系的区域差异——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1）：32-37．

[18]汪德华，张再金，白重恩．政府规模、法治水平与服务业发展[J]．经济研究，2007，（6）：51-64．

[19]雷小清．信息化背景下的服务业发展[J]．当代财经，2006，（8）：94-97．

[20]宋家乐，李秀敏．中国人力资本及其分布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1，（5）：162-168．

[21]曾学文，施发启，赵少钦，董晓宇．中国市场化指数的测度与评价：1978-2008[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0，（4）：47-60．
作者简介：王铁山(1974—)，男，河北唐山人，经济学博士，西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高级经济师、副教授，西安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服务经济、产业经济。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行为视角的质量管理对新产品开发的影响研究”(U1204706)；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陕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协同创新的互动机制研究”(2014KRM25)；陕西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特色学科建设项目“陕西纺织经济管理研究中心”资助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陕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其对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2013JK0112)；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科研计划项目“生产性服务贸易对陕西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以纺织业为例”(14JZ017)。西安工程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协同创新的互动机制研究”(2013ZXSK24)；西安工程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时空变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BS1423）。

作者联系方式：
手  机：131 0958 3250             电  话：029-82330192（办）
邮  箱：wangtieshan163@163.com
地  址：陕西省西安市金花南路19号，西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177信箱，王铁山（收）
邮  编：710048

PAGE  
- 12 -

_1397761889.unknown

_1397914690.unknown

_1398195854.unknown

_1398234822.unknown

_1397914705.unknown

_1397915874.unknown

_1397916197.unknown

_1398195817.unknown

_1397914717.unknown

_1397914698.unknown

_1397914673.unknown

_1397914682.unknown

_1397762076.unknown

_1397913790.unknown

_1397656182.unknown

_1397656192.unknown

_1397655874.unknown

_1397655921.unknown

_1397655931.unknown

_1397655939.unknown

_1397655948.unknown

_1397655903.unknown

_1397213198.unknown

_1397213238.unknown

_1397213163.unknown

